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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数字经济发展迅速，借助现代信息网络和通信技术，成为中国产业结构数字化的“主推手”，通过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两个路径推进传统产业不断进行转型升级，数字产业化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基础，产业数字化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决定性因素，本文旨在深入剖析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并探索促进二者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与策略，其中以科技创新为中介变量进行进一步研究，期望能够推动企业通过数字经济发展产生的科技创新进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加速区域产业的协调共进。同时，得出中国需要继续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断优化数字经济空间结构与战略布局，建立健全产业结构体系，从而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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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developed rapidly. With the help of modern information networks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t has become the "main driver" for the digitalization of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 Through the two paths of industrial digitalization and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it has continuously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i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industrial digitalization is the decisive factor for it. This article aims to deeply analyze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xplore effective paths and strategies to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two. Among them, further research is conducted wit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s the mediating variable, hoping to promote enterprises to carry out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hroug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generat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accelerate the coordinated and common progress of regional industries. Meanwhile, it is concluded that China needs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optimize the spatial structure and strategic layou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and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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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绪论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数字经济作为新一代技术革新的代表，在互联网、人工智能、5G通信等技术的相继推出后，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据统计，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在2021年达到了45.5万亿元，较“十三五”时期增长了1倍多，增速稳居全球首位，故中国数字经济基础条件十分优越，且数字经济具有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与长尾效应等特征，可以通过降低搜寻成本，优化市场中信息匹配效率，提升市场交易效率，使得经济发展动力转向创新驱动,为产业结构转型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基础，比如，数字经济凭借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促进了全要素数字化转型，催生了新业态和新模式，在优化资源配置、激发市场活力等方面为产业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产业结构转型作为现代经济发展中的核心议题，承载着推动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重任，不仅关乎经济的稳健增长，更是社会福祉提升与环境可持续性的关键所在。从经济韧性的角度来看，产业结构转型是应对外部经济波动、增强经济抗风险能力的有效途径，这就意味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数字经济全面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通过产业结构转型，才能促进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融合与升级，构建多元化、高附加值的产业体系，有效抵御经济周期波动，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与稳定。此外，产业结构转型是解决资源错配、环境污染等深层次问题的治本之策。传统产业往往伴随高能耗、高污染问题，而绿色、低碳、循环经济模式则成为新趋势，研究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方便进一步探求数字经济水平与本地产业升级的关系，为政府推进产业结构向环保、节能、高效方向转型提供理论支持，减少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降低环境污染，促进生态平衡。
本文以中国31个省、市（港澳台除外）2014—2022年的数据为例，使用熵权法分析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的动态变化，同时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通过耦合度与协调度，分别对所研究的内部若干子系统与整体系统进行研究与评价，深入研究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数字经济在产业转型中的具体作用机制，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助力经济转型升级。
1.2文献综述 
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在中国的迅猛发展，学术界围绕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转型的关系展开了多维度研究，研究内容涵盖理论框架、作用机制及政策建议等方面。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数字经济驱动产业结构转型的理论框架：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数字经济通过“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双轮驱动，重塑产业形态并推动结构升级。例如：郑昌兴（2024）认为随着互联网与信息技术的变革，数字经济已然成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取代一些传统经济运营模式，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数字经济改变传统产业运行模式的同时，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进而优化产业结构。因此，数字经济不仅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点，更是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源头。郭凯明(2019)认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对劳动或资本都可能产生偏向的替代性，在不同产业具有差异化的应用前景，能通过加速生产要素在产业部门间的流动推动实现产业转型升级。陈晓东和杨晓霞(2021)认为数字经济是经济转型的新动能，能推动以劳动密集型、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向技术含量高、环境友好型为主的产业结构转移，是中国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迈进的重要驱动力。
（2）数字经济影响产业结构的作用机制
国内研究从多个角度揭示了数字经济推动产业结构转型的路径，包括技术创新驱动机制，资源配置优化机制两个方面，以下作具体说明：
技术创新驱动：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影响产业结构的重要方面，例如：张明珠（2024）发现绿色技术创新在产业结构优化中发挥了一定的中介作用，引入绿色技术创新变量之后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促进作用加强，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驱动作用有减弱趋势，但整体来看存在一定的促进效应，推动生产方式发生转变的直接力量是技术创新。白恩来，杨 帆（2023）认为，数字经济在政府主动投入和市场要素(人才+资本）积极参与的加持下形成了产业创新生态，为创新活动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环境，随着技术创新活动和成果在产业发展中的推广和渗透，最终实现在“质”和“量”的双重维度下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在技术方面，柳江（2024）认为数字经济能通过深化数字技术在产业场景中的应用改造传统产业，提高产品与服务的供给效率，提升产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又能催生出新的产业，带来产业比例关系的演进。
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林婷婷（2024）通过对佛山市的数字经济，产业聚集，产业需求的研究，加以基准回归结果的论证认为数字经济能够通过赋能产业集聚、刺激消费需求和创造新的投资需求推动佛山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陈晓英等（2025）认为数字经济发展既会在供给端提升厂商生产效率, 通过偏向性的技术赋能推动产业结构转型, 又会在需求端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 继而助力产业结构转型。 因此，要想充分释放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转型的积极作用, 需要从供给端和需求端协同发力。同时，人才聚集也是重中之重，李雅娟（2025）发现数字经济发展间接通过影响高层次人才聚集度来促进结构转型升级，表明人才在单位转型升级过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为了深化产业转型升级，要加大人才培养和支持力度，完善人才发展机制和体系。
（3）数字经济驱动产业结构转型的政策建议
在国内，关于数字经济对产业转型影响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一些学者指出，数字经济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转型。发挥作用的主体主要有两个，分别为企业与政府，李悦（2025）认为企业应当成为科研创新的主体，与政府部门紧密合作，共同设立专项研发基金，
同时企业还需加大对数字型人才的培育力度，吸引并汇聚各方英才，共同打造一个以数字经济为基础的技术密集型产业集群。此外，相关部门可通过设立产业园区，汇聚先进的数字技术与要素，吸引更多优秀的研发与技术人才， 推动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为传统产业注入新的活力，裴耀琳（2024）认为数字经济发展要求政府改革并遵循新的制度设计与治理方式，由此推动制度变革。适宜的制度能有效避免市场盲从与信息不对称，这既有助于形成更公平的竞争环境，又能规范交易行为，推动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在产业间合理流动，促进产业结构转型。
在国外，对于数字经济的研究起步时间相较于国内更早，对于数字经济的概念以及核算方法的提出也相对完善。首先，对数字经济内涵概念的提出，在上世(1996)美国复合技术联盟主席Tapscott一文，其中详细的阐述了当时美国互联网与数字经济的联系，也被公认为“世界数字经济学之父”。Kim和Barua等(2002)提出了这种新的经济形态的一个较为全面的概念。Bo等(2004)提出数字经济是动态运行模式存在的，它不仅涵盖了网络生产经营活动，还包括在日常经济生活中人们对于信息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当然，数字经济对产业转型影响的研究也备受关注，从微观和宏观的角度探讨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就能发现，数字经济通过促进规模经济、产业转型以及技术创新和技术溢出，赋能高质量发展。同时，数字经济还通过提升创新水平和产业结构升级，推动了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另外，国外学者还研究了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路径。Tapscott认为，数字经济可以推动要素市场化进程，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实现要素自由流动与合理高效配置，从而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率，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本文将科技创新与数字经济及产业结构升级放在同一框架下进行考察，结果表明，科技创新在产业结构优化中发挥了一定的中介作用，从侧边说明，科技创新能够加强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对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进行研究，会发现其随着产业结构级化水平的提高而加强，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效应随着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的增大而出现减小趋势。并对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研究，以及数字经济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影响差异等方面，因此，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基准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显著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
梳理上述文献可以发现,数字经济通过技术创新驱动机制，资源配置优化机制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均可归类于驱动因素中的供给因素。目前,不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实证检验,很少有文献从需求角度分析数字经济如何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空间。总之,围绕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的研究不断推进,但仍存在不足之处。针对相关局限和不足,本文在以往文献的基础上构建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框架,并提出在需求端的作用机制。然后,基于数据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而考查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间和产业内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对现有研究进行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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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现状

2.1 数字经济的含义 
目前，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形态，凭借空前的发展速度改变全球经济格局和社会生产方式。理解数字经济的含义，对于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有着至关重要的基础意义。
从广义上来讲，数字经济是指以数字化信息和知识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应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的总和。它包括数字技术的研发、应用基于数字技术所衍生出的各种商业模式、产业形态以及经济运行模式等多个层面。
数字技术是数字经济的核心驱动力，其中，信息技术是关键的组成部分，包括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前沿技术。而数字经济的重要载体是现代信息网络，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物理基础，数据中心、宽带网络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为数据的存储、处理和传输提供了坚实的保障，确保了数字经济活动的高效运行，本文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方式与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密不可分。
数字经济还呈现出一系列独特的经济运行特征，它具有高度的创新性，其发展日新月异，促使企业不断进行科技创新，以满足市场竞争的需要。例如共享经济模式的出现，通过整合闲置资源，实现了资源的高效利用，改变了传统的消费和商业模式，通过科技创新的手段借助数字平台汇聚了海量的用户和资源，打破了传统产业的边界，催生了新的产业生态，所以本文选择科技创新水平为中介变量进行研究。
数字经济是一种以数字技术为核心、以信息网络为载体、以数字化信息和知识为关键生产要素、具有创新活跃、渗透性强、全球化等特征的新型经济形态。它在当代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深刻地影响着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发展路径，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深入理解数字经济的含义，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其发展趋势，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战略，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的积极作用。
2.2 数字经济的发展过程与现状 
数字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渐进且具有阶段性特征的过程，其起源可追溯至计算机技术的诞生。二十世纪中叶，计算机的发明开启了数字时代的大门，最初计算机主要应用于科学计算和军事领域，处理复杂的数值计算任务。随着集成电路技术的不断进步，计算机的性能大幅提升，体积不断缩小，成本逐渐降低，开始在企业和科研机构中得到更广泛的应用，用于数据处理和办公自动化，这为数字经济的萌芽奠定了基础。
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的商业化应用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互联网的普及打破了信息传播的时空限制，使得信息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快速、自由地流动。电子商务应运而生，企业开始通过互联网进行商业交易，拓展市场范围，降低交易成本。这一时期，数字经济主要表现为基于互联网的信息服务和电子商务模式，如在线零售、在线广告等，标志着数字经济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21世纪，由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经济迎来了爆发式增长，2023年末，全国共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291.6万个，从业人员3615.9万人，全年实现营业收入48.4万亿元，占全部二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的比重为10.9%，体现了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在整体经济中的规模和地位不断提升。
全球数字经济规模也呈现出持续快速增长的态势，根据国际权威机构的统计数据，全球数字经济规模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在发达国家，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普遍较高，一些国家甚至超过了50%。美国作为数字经济的领先国家，其数字经济在经济总量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国的数字经济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规模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应用，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持续扩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国家统计局根据《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利用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核算了全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经核算，2023年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为127555亿元，占GDP的比重为9.9%，由此可见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2023全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

	分类名称
	增加值（亿元）
	构成（％）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127555
	100.0

	数字产品制造业
	43135
	33.8

	数字产品服务业
	4037
	3.2

	数字技术应用业
	55636
	43.6

	数字要素驱动
	24747
	19.4


图 2-1 全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网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区域发展不平衡也成为一大问题。东部地区凭借较好的地理位置，经济基础，发展速度和规模远远领先中西部地区，大量的高科技企业和创新型人才也为东部地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基础。数字经济的核心产业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2023年，东部地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数量占全国的比重为62.2%，营业收入占全国的比重为73.0%，均高于其他地区。

图 2-2 区域差异对比图
注：数据来源于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首次增加数字经济调查结果
区域发展不平衡不仅加剧了地区间的经济差距，也对全国数字经济的整体协调发展有不利影响，未来需进一步加强政策引导和支持，推动数字技术在中西部地区的应用和融合，缩小区域间的差异，实现数字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各国纷纷制定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加大对数字技术研发和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以争夺数字经济领域的主导权。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也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在核心技术研发、高端人才培养等方面仍面临一定的挑战。在国际竞争中，各国围绕数字技术标准制定、数据安全等问题博弈激烈，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竞争格局日益复杂。
总体而言，数字经济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与传统产业融合不断加深，不断提高创新能力，但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挑战，深入研究数字经济的发展过程和现状，对于理解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第3章 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内在机理与基本路径

3.1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内在机理 
随着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数字经济目前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传统产业的格局，还加速了产业之间的合作，催生了新的经济增长极。本节旨在探讨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内在机理。
（1）创新驱动产业升级
数字经济作为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集合体，具有强大的创新驱动能力。通过推动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不断融合，激发传统产业的创新活力，推动其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方向发展。
数字经济时代，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产业升级提供了强大的基础技术支撑。这些技术的应用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和质量，还催生了新的产业形态和商业模式。例如，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新型产业形态的出现，推动了制造业向智能化、服务化方向转型升级；数字金融、在线教育等新兴业态的兴起，促进了服务业的创新发展和结构优化。
数字技术的应用促进了不同产业间的跨界融合和创新发展。通过数字平台的连接和整合作用，可以实现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协同合作和资源共享，推动产业链的延伸和拓展。同时，数字技术的应用还促进了新业态、新模式的不断涌现和创新发展，如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等新型经济模式的出现，为产业升级提供了新的动力和路径。
（2）优化资源配置效率
数字经济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等方式，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数字技术的应用提高了市场信息的透明度和可追溯性。通过数字平台的建设和数据共享机制的完善，可以实现市场信息的实时更新和共享，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市场效率。这有助于引导资源向效益更高的领域流动，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数字技术的应用降低了交易成本和时间成本。通过数字平台的连接和整合作用，可以实现供需双方的快速匹配和高效交易，降低传统交易模式下的搜寻成本和谈判成本。这有助于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和市场竞争力，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
数字经济通过数据分析和算法优化等手段，实现了资源的精准匹配和高效利用。通过数字平台的建设和数据分析技术的应用，可以实时监测和分析资源的使用情况和需求变化，实现资源的动态调整和优化配置。这有助于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和社会整体福利水平，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3）促进产业协同发展
在产业架构的优化与升级进程中，数字经济的驱动效应呈现出不可替代性。不同产业间协同发展效应的强化得以实现，整体竞争能力的增强目标于此达成。
被数字技术应用所促进的，是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协同合作关系的建立。通过数字平台的连接和整合作用，可以共享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信息，提高协同工作效率，提升产业链的整体效率和竞争力。这有助于推动产业链的延伸和拓展，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数字技术的应用促进了不同产业间的跨界融合和创新发展。通过数字平台的连接和整合作用，可以实现不同产业间的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推动不同产业的跨界融合和不同程度上的创新发展。例如，数字技术应用在制造业上，促进了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等新兴产业的发展；数字技术应用在服务业上，促进了数字金融、在线教育等新兴业态的兴起。这些跨界融合实践的直接效果是产业发展空间获得显著拓展，推动整个社会的经济转型升级。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数字经济作为新动能，能够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数字经济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而科技创新是推动这些要素和载体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必要条件。从技术层面看，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不断涌现和突破，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从商业模式和产业生态方面来看，通过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催生了许多新的商业模式，如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等。这些新的商业模式打破了传统产业的边界，促进了产业间的融合和协同发展，形成了新的产业生态。比如电商平台的兴起改变了传统零售业的销售模式，还带动了物流、金融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数字经济产业生态系统。
数字经济通过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也有着深远的影响，一方面，科技创新推动了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传统产业引入数字技术和创新管理模式，实现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降低了生产成本。例如，制造业企业可以通过互联网技术，实现设备的远程监控和故障诊断。另一方面，科技创新催生了新兴产业的发展。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进步，一些新兴产业如数字创意产业、人工智能产业等产业发展迅速，成为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数字经济通过科技创新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3.2数字经济影响产业结构的基本路径
3.2.1数字产业化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形态，正深刻地改变着传统产业的发展模式和竞争格局。数字经济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主要通过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这两个基本路径实现，下面将分别进行详细阐述。
数字产业化是指将数字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为产品和服务，形成新兴数字产业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催生了一系列具有高附加值和创新性的新兴产业，还通过技术外溢和产业关联效应，带动了整个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催生了一批新兴数字产业，如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这些产业以数字技术为核心，具有高创新性、高渗透性和高附加值的特点。例如，大数据产业通过对海量数据的采集、存储、分析和挖掘，为企业和政府提供决策支持和商业洞察；云计算产业则通过提供按需使用的计算资源和软件服务，降低了企业的信息化成本和技术门槛；人工智能产业通过模拟人类智能，实现了机器的自主学习和决策，在智能客服、智能安防、智能医疗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这些新兴数字产业的发展不仅创造了新的经济增长点，还推动了产业结构的高端化和智能化。以人工智能产业为例，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人工智能产业已经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焦点。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推动了人工智能技术在金融、医疗、交通、教育等领域的广泛应用，促进了相关产业的智能化升级。
数字产业化不仅自身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还通过产业关联效应，带动了上下游产业的发展。数字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硬件设备和软件系统作为支撑，这就带动了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同时，数字产业的发展也为传统产业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和商业模式，促进了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
3.2.2产业数字化
产业数字化是指利用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的改造和升级，提高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和竞争力。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体现，也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环节。
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改造是指利用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的生产、管理、营销等环节进行改造和升级，提高传统产业的信息化水平和生产效率。在生产环节，传统产业可以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智能化和柔性化。例如，制造业企业可以利用物联网技术实现设备的远程监控和故障诊断，提高设备的运行效率和可靠性；利用大数据技术对生产过程中的数据进行分析和挖掘，优化生产流程和工艺参数，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
在管理环节，传统产业可以利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企业管理的信息化、智能化和精细化，了解市场需求和客户偏好，优化产品设计和营销策略。在营销环节，传统产业可以利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等技术，实现营销渠道的多元化和精准化。
产业数字化不仅可以提高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和竞争力，还可以促进传统产业与数字产业的融合创新，催生新的产业形态和商业模式。传统产业与数字产业的融合创新可以产生以下几种效应：一是技术融合效应，即传统产业与数字产业的技术相互渗透和融合，产生新的技术和产品。二是业务融合效应，即传统产业与数字产业的业务相互交叉和融合，产生新的业务模式和服务方式。三是产业融合效应，即传统产业与数字产业的产业边界逐渐模糊，形成新的产业形态和产业生态。
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两个基本路径。数字产业化通过催生新兴数字产业和发挥产业关联效应，引领产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发展；产业数字化通过对传统产业进行数字化改造和促进产业融合创新，推动传统产业向信息化、智能化方向转型升级。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第4章 实证分析

4.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bookmark: _GoBack]数字普惠金融相关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其他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国家统计局数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公报等公开统计数据。涵盖了2013-2023年共31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地区）的省级面板数据。本研究采用多源数据融合的方式，综合使用宏观统计数据、专业机构数据库、政策文件等，确保数据的权威性与时效性，部分缺失数据用插值法补齐，各变量共有341条数据。
4.2 变量设定与度量
4.2.1 被解释变量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水平(Ais)。参考张东玲等(2023)[2]的研究，本文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来评价区域的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数值越大，说明产业结构升级效果越显著。
4.2.2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igita）目前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方法主要为增加值核算法与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法，基于数据可得性并参考《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的分类标准和邓荣荣等（2021）[3]的研究，从数字经济基础与应用、数字经济创新、数字金融三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算各地区不同年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4.2.3 中介变量
科技创新（TEC）。科技创新具有丰富的内涵，专利授权数基本反映出区域内科技创新的成效，借鉴已有研究，本文采用专利授权数量代表科技创新。数值越大，表明科技创新水平越高。
4.2.4 控制变量
本研究除了上述主要变量之外，根据本研究话题相关的文献，在回归模型中加入了以下控制变量来提高研究结论的说服性。为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控制遗漏变量引起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在后续的实证分析过程中引入一系列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劳动力水平(LM)、税负水平(TBL)、社会消费水平(SCL)、人力资本结构（LOHC）、信息化水平(IL)、研发水平(RD)。
4.3 模型构建
4.3.1 基准回归模型
为了验证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构建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直接影响作用进行分析检验，并在模型中控制省份与年度固定,本文构建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4-1） 
其中，Ais为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水平；Digital为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Controls为一系列控制变量；Province为省份虚拟变量，Year为年份虚拟变量，ε为随机扰动项。
4.3.2 中介效应模型
为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机制，本文借鉴江艇（2022）的研究观点，将研究重心聚焦到如何提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水平的因果关系识别可信度上。从科技创新的渠道进行验证，分析其在数字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变化中的机制作用、TEC表示科技创新水平，模型见式（4.2）。
  （4-2）
4.4 描述性分析
表4-1展示了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由表可知，从核心解释变量的角度来看，数字经济指数的最小值为0.0170， 最大值为0.702，标准差为 0.111 ，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收入不断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观念逐渐改变，各个时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小差异。从被解释变量的角度来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水平标准差为0.716 ，最大值5.297 ，最小值为0.549 ，说明中国各省之间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水平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可能源于各省的经济基础、科技发展水平、政策支持力度等多种因素。从中介变量科技创新来看，最大值为0.727，最小值为0.0220，说明中国各省科技创新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从控制变量的角度来看，本文中选定的其他控制变量在各个省份间也呈现出显著的差异。






表4-1描述性统计结果
	variable
	N
	min
	max
	mean
	p50
	sd

	Ais
	341
	0.549
	5.297
	1.305
	1.151
	0.716

	Digital
	341
	0.0170
	0.702
	0.136
	0.103
	0.111

	TEC
	341
	0.0220
	0.727
	0.131
	0.0850
	0.122

	LM
	341
	5.159
	8.864
	7.524
	7.652
	0.865

	SCL
	341
	0.180
	0.504
	0.390
	0.395
	0.0590

	TBL
	341
	0.0360
	0.188
	0.0830
	0.0760
	0.0280

	IL
	341
	0.0150
	2.520
	0.0700
	0.0390
	0.144

	LOHC
	341
	0.00900
	0.0440
	0.0210
	0.0210
	0.00600



4.5 多重共线性检验
为保证实证分析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进一步地对涉及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VIF）检验以排除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检验结果如表4-2所示。所有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值为1.200，最大值为1.540，VIF远小于10，容忍度1/VIF远高于0.1，可以认为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适合接下来的进一步回归分析。
表4-2多重共线性检验
	Variable
	VIF
	1/VIF

	LM
	1.540
	0.650

	Digital
	1.330
	0.751

	TBL
	1.230
	0.812

	SCL
	1.080
	0.930

	LOHC
	1.040
	0.959

	IL
	1.010
	0.993

	MeanVIF
	1.200
	



4.6 基准回归分析
为了探讨数字经济是否能够有效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回归结果见表4-3。列（1）采用OLS模型的回归结果，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igital)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水平(Ais)的回归系数为2.992，在1%的水平上显著；列（2）为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igital)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水平(Ais)的回归系数为2.945，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有效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表4-3基准回归结果
	
	(1)
	(2)

	VARIABLES
	Ais
	Ais

	Digital
	2.992***
	2.945***

	
	(10.62)
	(3.54)

	LM
	-0.316***
	-0.455**

	
	(-8.12)
	(-2.39)

	SCL
	1.853***
	0.223

	
	(3.87)
	(0.61)

	TBL
	8.252***
	-4.612***

	
	(7.74)
	(-3.66)

	IL
	-0.033
	-0.009

	
	(-0.17)
	(-0.13)

	LOHC
	26.726***
	-10.050

	
	(5.72)
	(-1.22)

	Constant
	1.309***
	4.867***

	
	(3.79)
	(3.33)

	Observations
	341
	341

	R-squared
	0.520
	0.691

	Province
	YES
	YES

	Year
	YES
	YES

	Number of id
	31
	31


t-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0.01, ** p<0.05, * p<0.1

4.7 稳健性检验
基于以上分析，为检验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进行稳健性检验。稳健性检验方法有多种，本文采用时滞效应、剔除金融危机影响两方面展开。
4.7.1 时滞效应
考虑到数字经济发展可能存在滞后性，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结构适应之间存在时间差，数字经济的发展依赖于互联网基础设施、支付系统、征信体系等一系列制度与技术配套设施的完善。然而，这些基础设施的覆盖与优化具有阶段性特征，尤其是在欠发达地区，普及过程缓慢，导致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时间滞后。因此，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驱动作用存在时间滞后性，无法反映真实的作用效果。故本文对解释变量数字化转型分别滞后一期进行回归。表4-4列（1）结果显示，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一期滞后项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回归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因此，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正向促进作用并没有因时间窗口期的改变而发生显著变化，支持了本文核心研究假说。
4.7.2剔除金融危机影响
考虑到全球范围内的重大金融冲击将对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产生较大影响，可能会使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进行受阻。为避免因不可抗力因素带来的观测误差，故排除2015年国内股灾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本文剔除了2015年的样本数据后重新进行回归。结果如表4-4的列（2）所示，在剔除2015年的样本后，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转型的回归系数为0.653，在5%的水平上显著，反映了数字经济能够有效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进一步证明了上述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表4-4稳健性检验
	
	(1)
	(2)

	VARIABLES
	Ais
	Ais

	L.Digital
	0.791**
	

	
	(2.38)
	

	LM
	-0.431**
	-0.287

	
	(-2.24)
	(-1.42)

	SCL
	0.049
	-0.025

	
	(0.14)
	(-0.06)

	TBL
	-6.792***
	-5.468***

	
	(-5.38)
	(-4.10)

	IL
	0.017
	-0.371

	
	(0.26)
	(-0.88)

	LOHC
	-6.372
	-7.595

	
	(-0.75)
	(-0.85)

	Digital
	
	0.627*

	
	
	(1.88)

	Constant
	4.901***
	3.707**

	
	(3.31)
	(2.37)

	Observations
	310
	310

	R-squared
	0.674
	0.670

	Number of id
	31
	31

	Province
	YES
	YES

	Year
	YES
	YES


t-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0.01, ** p<0.05, * p<0.1
4.8 异质性分析
在中国，资源禀赋方面存在明显的区域间差异，经济发展水平也呈现显著的不平衡状态，经济更为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相较于中西部地区而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也更高。在推动经济发展和消费水平提升过程中，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存在许多挑战，为深入考察数字经济所发挥的作用，在产业及结构转型升级方面的区域性差异特征，本文采取的研究方法如下：依据地理分布特点进行划分，将31个省级行政单位归类为东部和中西部两大区域。针对不同区域的居民消费升级状况做回归分析工作。通过对比分析结果可以观察到，数字经济对各地区产生的具体影响确实存在明显区别，结果见表4-5。


表4-5区域异质性分析
	
	东部
	中西部

	VARIABLES
	Ais
	Ais

	Digital
	-1.477***
	1.941**

	
	(-3.58)
	(2.23)

	LM
	0.763*
	-0.945***

	
	(1.96)
	(-4.63)

	SCL
	-2.269***
	0.316

	
	(-3.78)
	(0.74)

	TBL
	-3.898*
	-4.269***

	
	(-1.78)
	(-2.82)

	IL
	-1.028
	0.036

	
	(-1.06)
	(0.63)

	LOHC
	-73.926***
	21.953***

	
	(-3.78)
	(2.61)

	Constant
	-1.649
	7.619***

	
	(-0.54)
	(4.72)

	Observations
	121
	220

	R-squared
	0.809
	0.745

	Number of id
	11
	20

	Province
	YES
	YES

	Year
	YES
	YES


t-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0.01, ** p<0.05, * p<0.1

根据表4-5可知，在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而在东部地区的促进效应不显著。数字经济对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效果优于东部地区，原因可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产业结构发整体处于较高水平，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升级较为充分。在此背景下，数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产业结构的改善具有边际效应递减特征，其促进作用相对有限。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滞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产业结构也仍处于向高层次升级的过渡阶段，因而更容易受到数字经济发展在基础设施建设、消费信贷扩展和产业迁移方面的积极影响。
4.9 中介效应
根据江艇（2022）[4]的研究观点，由于数字经济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前人已有研究，存在显著的结论，不是本文的研究焦点。因此本文只需检验科技创新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由表4-6可知，列（1）为基准回归结果，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列（2）是以科技创新水平为中介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科技创新水平的回归系数为为 1.052，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企业在科技创新的过程中，区域内产业链建设，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能力也随之得到提升，并且科技创新在数字经济发展中对起到中介作用，科技创新通过提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升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水平。
表4-6科技创新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1)
	(2)

	VARIABLES
	Ais
	TEC

	Digital
	0.636**
	1.052***

	
	(2.05)
	(43.36)

	LM
	-0.373*
	-0.037**

	
	(-1.95)
	(-2.50)

	SCL
	-0.163
	0.176***

	
	(-0.47)
	(6.52)

	TBL
	-5.404***
	0.361***

	
	(-4.33)
	(3.70)

	IL
	0.007
	-0.007

	
	(0.09)
	(-1.30)

	LOHC
	-8.478
	-0.716

	
	(-1.01)
	(-1.10)

	Constant
	4.408***
	0.209*

	
	(2.99)
	(1.82)

	Observations
	341
	341

	R-squared
	0.682
	0.949

	Number of id
	31
	31

	Province
	YES
	YES

	Year
	YES
	YES


t-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0.01, ** p<0.05, * p<0.1

4.10内生性检验
为了验证是否存在内生性的问题，在考虑到工具变量的选择需满足的相关条件的基础上。本文采用滞后一期的解释变量作为工具变量进行2sls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第一阶段中F值远大于10且L.Digital对Digital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第二阶段的Digital对Ais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绿色金融具有连续性的特点。上述2SLS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剔除内生性的影响下本文的相关结论仍然是稳健的。
表 4-7工具变量法
	
	(1)
	(2)

	
	first
	second

	VARIABLES
	Digital
	Ais

	L.Digital
	1.0064***
	

	
	(57.6157)
	

	Digital
	
	0.7858**

	
	
	(2.5687)

	LM
	0.0060
	-0.4361**

	
	(0.5936)
	(-2.4334)

	SCL
	0.0189
	0.0345

	
	(1.0104)
	(0.1044)

	TBL
	0.1270*
	-6.8915***

	
	(1.9161)
	(-5.8778)

	IL
	0.0019
	0.0158

	
	(0.5244)
	(0.2529)

	LOHC
	-0.2584
	-6.1686

	
	(-0.5798)
	(-0.7831)

	Constant
	-0.0309
	8.3868***

	
	(-0.4202)
	(6.4638)

	F值
	1237.51
	

	Observations
	310
	310

	R-squared
	0.9953
	0.9579


t-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0.01, ** p<0.05, * p<0.1










第5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中国2013—2023年全国31省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面板数据，基于数字经济基础与应用、数字经济创新、数字金融三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来评价区域的产业结构升级水平，从地区差异的角度分析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差异化影响，并将科技创新作为中介变量探讨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路径，得出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中国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受到数字经济发展的正向影响。尤其体现在加快产业转型速度上，并且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提升。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和数字普惠金融水平的进步，证明产业转型升级水平也在不断提升。第二，在区域差异方面，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的推动作用更为突出。第三，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中介变量科技创新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通过增强企业科技创新意识，提高科技创新水平继而带动产业转型，产业结构高度化与合理化的实现途径由此展现。
5.2 政策启示
伴随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态势，其对产业结构的转型进程产生着深远影响。本研究聚焦于科技创新作为中介变量时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现基于研究结论，针对中国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提出若干政策层面的思考方向。
（1）增加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资源投入
构成数字经济发展基石的是各类数字基础设施，其对于产业结构转型具有根本性支撑价值。应当由政府部门主导，在宽带网络铺设、5G通信技术推广、数据中心构建及工业互联网平台搭建等方面持续增加财政拨款力度。确保实现网络服务的全域覆盖与高速传输特性，使得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所面临的资金与技术壁垒得以显著降低。值得关注的是，通过采用公私合营（PPP）等创新合作模式，能够有效引导社会资本进入该建设领域。实例表明这种模式既可拓宽项目融资途径，又能提升基础设施运营效能。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重视的是各区域间数字基础设施的协调规划工作，防止出现同质化建设现象。由此可见科学合理的资源配置将为产业数字化进程与数字经济实体化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2）数字技术研发及其创新支持力度的提升
关键中介作用科技创新在数字经济驱动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所具有的，更加有力的政策制定应当被政府部门所重视。专项科研基金的设立需要首先推进，针对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技术研究需重点投入财政资源。联合攻关的开展值得鼓励，在高校与科研机构同企业之间，核心技术瓶颈的突破方能实现，自主创新能力在数字领域由此得以提升。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实同样不可忽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具体措施应当完善化。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也必须加强，对于数字技术创新成果而言，良好创新生态环境的营造正是通过这些举措实现的，有助于提高科研人员积极性。
（3）区域间数字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强化
发展水平不均衡现象在不同区域间明显存在，政策引导力度的加大显得尤为必要。基础设施建设的统筹规划需要优先考虑，同时，东部地区先进经验向中西部转移的机制应当建立。资源共享平台的构建值得尝试，跨区域合作项目的实施可作为实例。同时要重视人才流动障碍的消除，开展专项培训计划。差异化发展路径的选择同样重要，需要各地区发挥比较优势。
区域间数字经济水平的差异不断缩小，才能促进产业结构协调升级的目标达成，协调发展理念应当被政府部门充分重视。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呈现明显梯度特征，产业基础条件存在显著差异，数字技术应用程度亦有高低之分，制定差异化发展战略的显得尤为必要。经济发达区域居于领先地位，数字经济发展新模式的探索应当率先展开，示范效应由此产生，周边地区的发展进程得以带动。相反的是，基础设施相对薄弱区域需要重点关注，加大数字技术人才引进力度，推进特色产业培育工作。






参考文献
[1] 汪发元,张东晴,吴雨涵.科技创新、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安徽省的实证[J].统计与决策,2023,39(03):159-163.DOI:10.13546/j.cnki.tjyjc.2023.03.029.
[2] 张东玲, 焦宇新, 刘敏.数字经济推动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提升吗: 基于“宽带中国”试点的证据[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 大学学报),2023,43(7):38-56.
[3] 邓荣荣,张翱祥.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及机理研究[J].南方经济,2022,(02):18-37.DOI:10.19592/j.cnki.scje.390724.
[4] 江艇. 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J]. 中国工业经济, 2022, 5(100): r120.
[5] 李悦,朱迪诗.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J].老字号品牌营销,2025,(02):34-36.
[6] 裴耀琳,郭淑芬.数字经济、资源禀赋与产业结构转型[J].统计与决策,2024,40(11):86-91.DOI:10.13546/j.cnki.tjyjc.2024.11.015.
[7] 林婷婷,王成超.数字经济对佛山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J].科技和产业,2024,24(11):1-7.
[8] 王晶晶.中国地级市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24.DOI:10.27280/d.cnki.gsdsu.2024.000023.
[9] 杨宏伟.数字经济驱动工业高质量发展效应研究[D].安徽理工大学,2024.DOI:10.26918/d.cnki.ghngc.2024.000448.
[10] 张明珠.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D].河南大学,2024.DOI:10.27114/d.cnki.ghnau.2024.000980.
[11] 章力丹.数字经济驱动黑龙江省产业结构转型路径研究[J].产业创新研究,2024,(09):17-19.
[12] 郑昌兴.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D].山东财经大学,2024.DOI:10.27274/d.cnki.gsdjc.2024.001395.
[13] 李玥.数字经济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分析[D].吉林大学,2024.DOI:10.27162/d.cnki.gjlin.2024.001701.
[14] 柳江,宋妮.数字经济、产业结构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J].开发研究,2024,(02):42-55.DOI:10.13483/j.cnki.kfyj.2024.02.005.
[15] 毕家寅,齐英.数字经济对消费提质转型升级的影响机制——基于产品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视角[J].商业经济研究,2024,(04):57-61.
[16] 张李啦.数字经济赋能乡村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机制研究[J].山西农经,2023,(24):113-115.DOI:10.16675/j.cnki.cn14-1065/f.2023.24.035.
[17] 白恩来,杨帆.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23,(12):147-149.
[18] 张跃胜,翟雨桐.数字经济对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J].殷都学刊,2023,44(04):127-139.DOI:10.16140/j.cnki.ydxk.2023.04.008.
[19] 刘国武,李君华.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基于需求端视角[J].当代经济科学,2024,46(01):104-116.DOI:10.20069/j.cnki.DJKX.202401008.

区域差异对比
东部	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数量	营业收入	0.622	0.73	中西部	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数量	营业收入	0.378	0.27	



